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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水深分析对古环境重建、盆地分析、层序地层学研究、古地貌恢复以及生、储、盖层条件的评价都有重要意义。

古水深分析通常有古生物法、沉积学法、地球物理法、地球化学法及数字模拟法，各种方法优缺点并存，尽管某些方法在

特定地质条件下存在优势，但在恢复同一环境的古水深时，不同方法还是存在其偏差；这些方法多以定性为主，许多方法

易受自然条件限制，且对样品可靠性要求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古水深研究。古水深恢复建议综合考虑地质背景、环境演

化、研究地质体特征及地质资料情况等多种因素，多方法研究相互约束，以期更客观地再现古水深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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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paleo-water  dep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fields  such  as  paleo-environment  reconstruction,  basin

analysis,  sequence  stratigraphy  studies,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landform,  and  the  evaluation  of  source,  reservoir,  and  cap  rock

conditions.  Paleo-water  depth  analysis  methods  usually  include  paleontological,  sedimentological,  geophysical,  geochem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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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simulation  methods,  each  with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lthough  some  methods  have  advantages  in  a  specific

geological  background,  there  are  some  dev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methods  in  reconstructing  paleo-water  depth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These methods are mostly qualitative, easily restrict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and require the samples of high reliability,

which  limits  paleo-water  depth  research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when  analyzing  paleo-water  depth,  it  is  suggested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geological  background,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ological data, and to adopt multiple methods to study mutual constraints, in order to jointly explore the law of Paleo-water depth

variation in the target layer.

Key words：paleo-water depth；sequence stratigraphy；paleontological method；sedimentological method；geochemical method；

digital simulation method

 0　引言

水深是任何水下沉积环境的基本参数，是指两

个特定界面或不连续面间的垂直间距：一是沉积物
—水界面；二是水—大气界面（Allen，1967）。对于

现今海洋和湖泊，可以利用安装在船只上的现代多

波束测深仪（Krastel et al., 2001；Roberts et al., 2005）
或安装在轨道航天器上的雷达高度计（Sandwell et
al., 2006）等高精度仪器实现水体深度的测量；但

就地史时期的海洋、湖泊而言，古水深多基于沉积

记录中所识别的一系列指标进行定性或半定量

恢复。

古水深分析对古环境重建、盆地演化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深时海平面变化、古地貌

恢复、层序地层学以及评价生、储、盖等油气地质

条件的关键（张世奇和任延广，2003；万锦峰等，

2011；Jiang et al., 2014；程逸凡等，2020），但精确获

取古代沉积物沉积时的水深很难（方鹏高，2020），
多借用各类替代性指标间接分析。为确定古水深，

前人做了诸多研究，相继提出多种方法，常见方法

包括：古生物法，如古生物标志法（郭秋麟和倪丙荣，

1990；牛晓路等，2015）、遗迹化石法（赵澂林等，

1989；刘梦瑶等，2020）和古生物分异度法（王建和

杨怀仁，1995；郑德顺和李守军，2002）等；沉积学方

法，如自生矿物法（王成善和李祥辉，2003；庞军刚

等，2012）、沉积构造法（庞军刚等，2009；杨克文等，

2009）、地层厚度法（董刚和何幼斌，2010；闫佩等，

2013；肖坤泽等，2020）及滨线轨迹法（Cant，1991；
Helland-Hansen, 1996；康波等，2012）等；地球物理

方法，如自然伽马能谱曲线法（代大经等，1995；陈
中红等，2004；王学军等，2008）以及地震资料法（钟

建华等，2015，2017）恢复水深变化等；地球化学方

法，如钴元素法（王峰等，2017；范萌萌等，2019；刘

鑫等，2021）、元素比值法（郑荣才和柳梅青，1999；
汪凯明和罗顺社，2009）和碳同位素法（田景春和曾

允孚，1995；黄思静，1997；李任伟等，1999；邵龙义，

1999；许中杰等，2020）等；数字模拟法（王璞珺和杜

小弟，1993；Zhang et al., 2014；Emmel et al., 2015）等。

然而，上述各类方法通常会受具体地质资料限制，

且对样品有效性要求相对较高，这对古水深研究构

成了限制。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总结各种方法在恢

复古水深方面的原理及其适用条件，以期为古水深

恢复研究提供借鉴。

 1　古生物法

生物在水体中的生活深度与水体的透光度、

温度、氧气、营养盐及底层性质等生态条件有关，

因此，不同深度水域内的生物种属有所差别，可利

用生物生态习性定性恢复古水深。本文选取一些

常见种属进行论述，古生物指示古水深的标志详见

图 1。
 1.1　古生物标志法

古生物标志法通常以将今论古的思想利用现

代生物获取对应关系，进而推演至地史时期。生物

在生态系统中的出现、分布和多样性受到环境因

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水深。通过研究化石、古生物

遗存或化石记录中的特定生物群体或特征，即基于

不同生物对水深的喜好和适应性，可以推断出当时

的水深条件。但沉积物再改造作用、生物栖息地

偏好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甚至关于地史期是

否存在同类或类似生物尚存争议，这些都影响了古

生物法判别古水深的准确度（Emmel et  al.,  2006；
Flügel, 2010；Thuy, 2013）。
 1.1.1　钙藻

钙藻是指藻体能够通过生命过程和生物化学

过程在体内或者体外沉积碳酸盐钙的浮游或底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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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Wary, 1977）。它并非是一个自然分类类群，

而是一个包括钙化的蓝藻纲、红藻纲、绿藻纲、轮

藻纲和一些分类位置尚不明确的藻类以及显微疑

难藻类在内的成员组成的人为分类类群（刘志礼，

1990；Riding, 1991）。
红藻门和绿藻门是钙藻化石中最常见的门类。

绿藻和红藻对光照的依赖性很强，其分布受光照控

制，因此，其分布样式成为古水深的良好指示标志

之一（牛晓路等，2015; 2016）。对现代钙藻进行的

研究表明：现代粗枝藻科主要分布在浅水环境，深

度在低潮线到海底有光环境的范围内，一般发育在

潮汐带和浅潮下带，数量随着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减

少（Wray et al., 1998）。松藻科通常分布于低潮面下

小于 5 m 的浅水中，深度最大不超过 15 m（Ginsburg
et al., 1972）。据现代非粗枝藻类绿藻的生活范围

确定绿藻生态群的相关下限深度大约为 100 m。

由于红藻比较喜爱较弱的光线，珊瑚状红藻在热带

环境里的分布水深为 20～80 m，在冷水环境则可

生长于超过 200 m 的水深位置。受盐度、含氧量

和水体化学成分、营养供给及沉积底质类型等因

素的限制，现今轮藻多分布于淡水和微咸水环境

（湖泊、河流和微咸水边缘海）（Flügel, 2010）。
 1.1.2　虫黄藻–珊瑚

虫黄藻只有在见光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光合作

用、释放氧气并制造有机物，受地理位置和水深限

制，主要集中在热带亚热带水深不足 100 m 的海域。

通常认为，石珊瑚化石和珊瑚礁的出现代表光照条

件非常好的浅海环境，虫黄藻与石珊瑚存在着共生

关系，因此虫黄藻–珊瑚的出现指示水深小于 100 m
的浅水环境（Flügel, 2010）。但关于古生代皱纹珊

瑚化石里是否存在虫黄藻有较大争议，故使用该指

标时应充分论证。

 1.1.3　海绵动物

海绵动物是对一类多孔滤食性生物体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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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指示古水深的古生物标志（据刘宝珺和曾允孚，1985；Frey，1975；Frey and Seilacher，2007）
Fig.  1　Paleontological  markers  indicating paleo-water depth (modified from Liu and Zeng,  1985；Frey,  1975；Frey and
Seilach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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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钙质海绵纲、玻璃海绵纲、普通海绵纲，主

要为底栖生活，多为海洋生物，较少出现于淡水中，

分布于各个纬度，出现在潮间带到深海环境，喜欢

静水环境。钙质海绵分布在浅海水深 10～100 m
之间；玻璃海绵出现于浅海水深 30 m 至深海（水深

大于 2 000 m）范围内；普通海绵主要分布在边缘海

的潮间以及浅海水深 200 m 之内（图 1）。
 1.1.4　苔藓动物

现代钙质苔藓虫均为海洋动物，在低纬度到高

纬度的不同深度海域中均有发现（管守锐，1988）。
苔藓虫发育于潮汐面之下，一直延伸至深海，主要

分布于浅海，如包壳苔藓虫分布在浅海几米到

80 m 的深度范围；枝状苔藓虫出现于浅海至深海

1 000 m 水深范围（图 1）。
 1.1.5　腕足和软体动物

腕足类分布于海洋的各个部位，常附着于硬底

之上，在温带、寒带的正常盐度海水内均可见到，

分布环境主要位于浅海水深 10 m 至深海水深 2 000
 m 之间。软体动物也称贝类，是软体动物门动物

的统称，各个门类体制的差异很大，但有共同的特

征：体柔软而不分节，一般分头–足两部分。其种类

有掘足类、腹足类、双壳类等，栖息地分布广泛，如

图 1 所示，掘足类一般分布于浅海几米至深海水

深 1 500 m 附近，而双壳类和腹足类在陆地浅水、

边缘海、浅海和深海都有分布，范围广泛。

 1.2　遗迹化石法

由于生物的活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

物链和氧气的供给，故遗迹化石的组成与分布特征、

生物扰动程度、遗迹潜穴间距等反映了生物在不

同深度数量种类的变化，可用以确定古水深。

Seilacher 等（1964，1967）提出“遗迹相”概念，认

为遗迹相代表着特有的沉积相或指示一定的古水

深分带，按海水由浅变深划分出六个遗迹相（图 1）：
Skolithos 遗迹相、Glossofungites 遗迹相、Cruziane
遗迹相、Zoophycus 遗迹相、Nereites 遗迹相以及被

认为属于淡水红层非海相沉积的 Scoyenia 遗迹相，

后面又增加了坚硬基底的钻孔 Trypanites 遗迹相。

国内学者对遗迹化石与古水深的关系研究颇多（杨

式溥，1985，1999；赵澂林等，1989；龚一鸣等，1994，
2009；胡斌等，2006；宋慧波等，2012）。如宋慧波等

（2012）根据遗迹化石的形态、组成、产状、分布特

征以及丰度、分异度、生物扰动程度的不同，将豫

西太原组碳酸盐岩中的遗迹组构划分为 5 种，并通

过分析不同遗迹组构，得到它们的沉积环境分布模

式（图 2），从而间接地判断大体水深。然而，生物

群落组合除受营养物主控外，氧化作用、沉积速率

等亦是需考虑的因素，故仅依据遗迹化石组合推断

古水深需慎重。

 1.3　古生物分异度法

分异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现代生态学研究中，

随后应用在古生态学研究中推断地层的沉积环境

和生物的演化规律等（郭秋麟和倪丙荣，1990）。分

异度的值随着环境的深度、温度以及盐度变化而

变化，所以常被用来分析古水深变化。该方法简单

易行，且不受种异同及有无现生种的影响，但该方

法对古水深指示具有双解性，需要结合地质资料综
 

图 2　豫西太原组遗迹组构沉积环境分布模式图（据宋慧波等，2012 修改）

Fig. 2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model of the ichnofabrics in the Taiyuan Formation, western Henan (modified from Song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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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析，且对样品要求较高，数据不够详尽时定量

计算结果会出现偏差；资料达不到分异度统计要求

时，可采用微体生物生态习性或藻类和植物的光合

作用性质来恢复古水深。

利用函数或其他统计方法计算化石群的优势

分异度亦可恢复古水深（李守军等，2005；苏新等，

2012）。郭秋麟和倪丙荣（1990）等利用化石群分异

度探讨古水深，表明现代介形类分异度相对高值呈

由波基面向湖岸和较深湖区两侧逐渐减小的趋势。

信息函数熵值 H(s) 是区分化石群优势分异度的最

佳指标，它代表概率空间中的不确定性程度，可用

于指示生物群的分异度（郑德顺和李守军，2002）。
生物群中的熵 H(s) 可用下式计算：

H (s) =－
∑

PilnPi (其中i = 1,2, · · · · · · , s) （1）

Pi = ni/NPi 是指第 i 个种的个体数，即  ，其中，ni 是

指全群总个数 N 中所占的比例；信息函数熵值与

生物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利用公式定量计算生物

分异度可更准确地确定古水深。

此外，有研究利用有孔虫分异度来分析区域古

水深。现代底栖有孔虫主要分布于陆架到深海盆

区，随水深增加，丰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浮游有孔

虫多集中于水深 200～2 000 m 的上陆坡，向浅水、

深水方向，丰度均下降（图 1）（李学杰等，2004）。
但在早前研究中，有孔虫分析难以给出定量的结果，

便有学者尝试使用浮游有孔虫与底栖有孔虫的比

值（P/B）或浮游有孔虫含量（P%）定量反映古水深

（Phleger and Parker, 1951；Grimsdale and Morkhoven,
1955）。Zwaan 等（1990）在对前人研究进行综合分

析后，给出水深与浮游有孔虫含量间的经验方程：

lnD = a+b×P或D = e(a+b×P) （2）

式中 D 为水深（m）；P 为浮游有孔虫含量；a、b 为

常数，不同的海区有所区别；应用时，应定量拟合数

据，得出常数 a、b。李学杰等（2004）获取珠江口盆

地浮游有孔虫与水深关系为：lnD=3.32+0.024P，适
用于水深为 27.7～314 m 的海区。

 2　沉积学方法

推测古水深的沉积学方法主要依据沉积过程

中环境条件与水深的关系，因此属间接方法。沉积

学中常用以判别古水深的依据有：自生矿物（图 3）、
岩石类型、沉积构造和沉积厚度及滨岸线。

 2.1　自生矿物法

自生矿物记录了其形成时的自然条件，可间接

反映古水深。例如，热带气候条件下，海绿石形成

于深度大于 50 m 的环境，而气候较为寒冷时，则在

深度 10 m 左右的区域即可见；鲕绿泥石一般形成

于深度小于 100 m 的温暖浅海环境。含铁自生矿

物在水深控制的氧化还原条件下呈现出有规律的

分布特征：赤铁矿形成于水深 0～1 m，褐铁矿为

1～3 m，菱铁矿为 3～15 m，水深大于 15 m 时则以

黄铁矿（王成善和李祥辉，2003；庞军刚等，2012）为
主。锰结核通常与深海环境相关，也有浅海锰结核，

但深海锰结核含有较多的钴、镍、铜、锌、铅等微

量元素（刘宝珺和曾允孚，1985）。此外，还有钙质

层、蒸发岩假晶和自生沸石等，其具体分布范围可

见图 3。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矿物存在非自生

的同类型矿物，如绿泥石，自生绿泥石晶形完整、

棱角分明，边缘清晰可见，常以胶结物的形式产出

（张霞等，2011）；鲕绿泥石呈颗粒的环边形式出现，

形成环边鲕绿泥石胶结带。莓球状黄铁矿被认为

是同生—早成岩阶段的标志性矿物，在成岩—后生

阶段，随着温度和压力的升高，莓球状黄铁矿发生

重结晶而形成五角十二面体和立方形晶形（郑荣才

等，2021）。
 2.2　岩石类型法

一些特定岩类常形成于特有环境，也可指示沉

积古水深。如蒸发岩在干燥气候条件下受限制海

岸水体及附近的潮坪环境中形成，水深在零到几米

范围内；碳酸盐岩类型可用以区分极浅水、浅水、

较深水和深水环境，准同生白云岩分布在潮上和潮

间带，还有团粒、鲕粒和皮粒多发育于热带浅水环

境，团粒仅在数十厘米的极浅水环境形成，鲕粒一

般发育在 15 m 左右水深范围内，皮粒形成于数十

厘米至几米水深范围内；珊瑚、层孔虫等一些造礁

生物多沿波浪带生长，所以对于造礁生物灰岩，则

可以通过造礁典型生物古水深方法恢复古水深；核

形石则多见于透光带—弱透光带的潮间—潮下带

环境（Flügel, 2010）；深水环境中则多是软泥沉积及

硅质沉积，少有碳酸盐沉积（例如球粒灰岩），并常

见浊流沉积。

 2.3　沉积构造法

沉积构造反映水动力条件，后者受水深控制通

常形成不同的沉积构造。小于 1 m 的裸露水面上，

通常会出现干裂、雨痕、盐晶痕等层面构造；在

1～20 m 的浅水区主要形成间断韵律层理，且波痕

和冲刷侵蚀构造更加发育，窗孔构造也是一种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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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在大于 20 m 的深水区主要形成水平层理、

连续的韵律层理（杨克文等，2009），深水区域则主

要发育槽模、沟模等（庞军刚等，2009）。
 2.4　地层厚度法

地层厚度法是基于水深对沉积速率的影响以

及水深与沉积厚度、沉降幅度之间的关系，利用水

深与地层厚度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所获取的一种

定性（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定量）地恢复古水深

的方法（董刚和何幼斌，2010）。
在沉积盆地中，水深取决于沉降作用与沉积作

用的综合影响，据该关系可将盆地分为三类（杨桥

等，2006；董刚和何幼斌，2010）：①欠补偿盆地（图

4a），即沉降速率大于沉积速率时，沉降幅度大于沉

积厚度 (a>m)，此时 m=a－ (H1－H0)；②补偿盆地

（图 4b），即沉降速率等于沉积速率时，沉降幅度等

于沉积厚度 (a=m)，此时 m=a；③超补偿盆地（图

4c），即沉降速率小于沉积速率时，沉降幅度小于沉

积厚度 (a＜m)，此时 m=a+(H0－H1)。a 为沉降速率；

m 为沉积厚度；H0 为沉积前水深；H1 为沉积后水体

深度。

正常情况下，依据于不同水深条件沉积速率存

在差别，通过地层厚度法能定性地判断古水深，通

常浅水环境沉积速率远大于深水环境。现今地层

厚度，恢复剥蚀厚度后，经去压实校正可获取原始

沉积物厚度，而古地层的沉积速率等于沉积物厚度

与地质年代的比值，将所得沉积速率与现今不同水

深条件下的沉积速率进行比较，便可确定地层沉积

时的水深环境（董刚和何幼斌，2010）。
根据地层厚度与水深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而对

沉积盆地古水深进行定量恢复。同时期，盆地内各

沉积区域因差异沉降和沉积速率不同，导致不同沉

积区域内的补偿状态不同，其沉积物记录古水深也

 

图 3　指示古水深的沉积学标志（据刘宝珺和曾允孚，1985）
Fig. 3　Sedimentological markers indicating paleo-water depth (after Liu and Zeng,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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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如图 5 所示，在沉积盆地中，欲求某一地

史时期盆地某点古水深（H），需分别求出沉积补偿

点原始厚度（D）、所求点同期地层界面与基准面之

间的原始地层厚度（D’），二者厚度差加上差异沉积

量（h）即为所求点古水深。因补偿点和基准面较难

确定，该方法仅适合于沉积基底清晰、沉积过程连

续、沉积与沉降速率较稳定的情况，若存在地层剥

蚀，还需进行剥蚀量恢复（董刚和何幼斌，2010；闫
佩等，2013）。
 2.5　滨线轨迹法

滨线是陆地与沉积水体的边界，可视为零水深

线。滨线轨迹法是依据可容纳空间与沉积物供给

速率间的变化关系获取滨线迁移规律，而后用定量

函数法恢复水深（吴因业等，2012），计算原理如图

6。滨线随时间沿沉积倾角方向呈现的变化形态通

常为一条曲线（Cant, 1991；Helland-Hansen, 1996）。
古水深的计算公式如下（康波等，2012）：

Dn = An－S n （3）

An =
∑n

i=1
∆Ai （4）

S n = Bn－Tn （5）

式（3）中，Dn 为古水深，An 为总可容纳空间，Sn 为某

沉积时刻沉积物的总厚度，可由回剥法恢复得到该

时刻的沉积物总厚度；式（4）中∆Ai 为该时刻第 i 期
朵体单元中滨线轨迹记录的垂向分量；式（5）中 Bn

为沉积基底，Tn 为沉积顶面。具体参数见图 6。
水深决定可容纳空间大小，滨线轨迹可指示

可容纳空间的变化，结合沉积物填充状况，即可得

出沉积物沉积时的水深。该法不仅考虑到不同点

构造沉降差异，而且还考虑了三级层序内沉积物

供给速率的变化趋势，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三角

洲区的古水深变化。康波等（2012）将该方法应用

于东营三角洲沉积区地区，较好地揭示了该区各

四级层序阶段古水深变化。研究结果显示，该地

区沙三中（Es3-2）共发育 9 期进积体，最大水深为

180 m。但需注意：滨线点可能存在差异构造沉降，

会影响可容纳空间与沉积物供给量间的函数关系。

 

a. 欠补偿盆地；b. 补偿盆地； c. 超补偿盆地

图 4　沉积水深与沉积厚度、沉降幅度的关系图（据董刚和何幼斌，2010）
Fig.  4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sedimentary water depth with sedimentary thickness and subsidence magnitude (after Dong
and He, 2010)

 

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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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补偿点基准面与所求水深时期的沉积界面之间的地

层厚度；D’为所求点基准面与所求水深的沉积界面之间

的地层厚度；H 为所求水深值；h 为差异沉降量

图 5　根据地层厚度定量恢复古水深示意图（据董刚和

何幼斌，2010）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quantitative reconstruction of
paleo-water  depth  according  to  formation  thickness  (after
Dong and H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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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利用滨线轨迹计算古水深的基本原理（据康波等，

2012）
Fig. 6　Basic  principle  for  paleo-water  depth  using
shoreline trajectory (after Kang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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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使用该方法时，我们可以先假定三级层序

内不同斜坡位置构造差异沉降为匀速变化，那么

在四级层序内的可容纳空间的大小需考虑差异沉

降所带来的影响，即盆地内某一时刻每一点的可

容纳空间需要加上由于构造沉积差异引起的垂相

增加分量。

 3　地球物理方法

 3.1　测井曲线法

自然伽马能谱测井是现代常规测井之一，能获

取地层中 U（铀）、Th（钍）、K（钾）的含量（张立鹏等，

2001；张向林等，2006）。Th/U 值可反映出沉积期

环境特征，因此可用以反演古水深。通过自然伽马

能谱曲线可获取垂向连续的 Th、U 数据，因此利

用 Th/U 值可恢复沉积期古水深（陈中红和查明，

2004；贺轲，2012）。
铀的化学性质较活泼，有机物对铀具还原与吸

附作用（陈中红和查明，2004），因此岩石中铀的富

集通常代表还原环境。钍元素与铀元素关系密切，

但钍的化学性质较稳定。当铀元素富集时，Th/U
值偏小，趋于还原环境，水体相对较深；反之，当铀

元素含量减少时，Th/U 值偏大，表明沉积水体较浅

（陈中红和查明，2004；万锦峰等，2011）。因此，

Th/U 值能够较清晰地反映氧化还原环境变化（表

1），进而反演古水深变化。

由于铀曲线的形态特征可直接体现水体的演

变特征，为了更直观反映古水深的变化，可以运用

定量分析方式，将 U=0 定义为零水深，则相对水深

为每个数据点相对于水深的偏差，各层段内水体总

深度可用水深的相对方差表示（陈中红和查明，

2004）。表达式为：

D =
1

n−1

∑n

i=1

[
w (U)i

]2 （6）

式中，w(U)i 为各点的铀值；D 为水深函数的方差；i
为数据点的顺序标号。

利用 Th/U 值进行古水深分析颇具优点，连续

的自然伽马能谱曲线不仅容易获取，且其受限因素

少，因此 Th/U 值恢复古水深是一种经济可靠、行

之有效的方法。需注意：因成岩过程中的压实和重

结晶作用会导致铀含量降低，从而影响 Th/U 值的

准确性，故建议在应用 Th/U 值恢复古水深时尽量

选择未受地表水淋滤且埋藏较浅的地层；在进行古

水深恢复时，研究区应处于同一沉积水体范围。为

了剔除岩性的影响，在垂向上，研究目的层需均为

岩性一致的沉积岩层。

 3.2　地震剖面法

地震剖面法是相对可靠地定量恢复古水深的

方法（钟建华等，2015），其原理是利用地震方法解

析三角洲前积层的厚度或高度来定量研究古水深，

关键是在地震剖面上识别出可靠的三角洲前缘相，

地震剖面上代表三角洲前缘相的前积层为一组倾

斜的双曲面或“S”的反射轴，也可能是两套平行

反射轴夹了一套倾斜反射轴（Chappell and Polach,
1991；Glørstad-Clark et al., 2011；钟建华等，2017）。
前积层顶面代表三角洲平原，略低于水面；前积层

底面代表前三角洲，是湖泊或海洋的沉积底面，故

三角洲前积层的高度或厚度基本与水体的深度相

近（钟建华等，2015）。考虑压实作用影响，实际古

 

表 1　Th/U 比值与沉积环境的关系（据贺轲，2012）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U  and  redox  conditions
(after He，2012)

Th/U比值 ＞30 30～10 10～4 ＜4
沉积环境 强氧化 弱氧化—弱还原 还原 强还原

 

三角洲平原 三角洲前缘

前积层

前三角洲

H
0

滨面

图 7　三角洲前积层厚度与水深关系示意图（据钟建华等，2017 修改）

Fig. 7　Sketch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depth and the foreset bed thickness in delta (modified from Zhong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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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需做去压实校正。具体古水深恢复示意图如

图 7 所示，计算公式如下（李慧琼等，2014；钟建华

等，2015）：

H = H0×1/(1－K) （7）

式中，H 为古水深；H0 为前积层现今垂深（即厚度）；

K 为压实系数，可由岩石压实模拟实验获取。

地震法具精度高、分辨力强、探测深度大等优

点，可定量恢复古水深，且结果较可靠。钟建华等

（2015）利用地震剖面和连井剖面，结合岩心和测井

等资料，恢复了东营凹陷古近纪沙三中时期三角洲

前积层的高为 485 m，校正后反演的覆水深度为

681 m（表 2），指示着东营三角洲在形成时期的湖

泊古水深可达 485～681 m。但该法对地震资料品

质要求非常高，主要适用于现代沉积或相变简单的

盆地，特别是海相深水盆地；浅水沉积前积层较薄

时，则通过地震资料往往难以识别（钟建华等，2015；
曾洪流等，2015）。

 4　地球化学方法

元素的聚集、分散与水深及离岸距离具一定

关系，因为元素在沉积过程中发生的沉积分异作用

使其在不同水深中表现出地球化学行为的差异。

基于此，元素、元素比值、同位素、有机地球化学

等指标常被用以恢复古水深。需要注意的是，只有

代表原始海水信息的元素才能真正反映古水深的

情况，而源区的气候信息以及成岩作用的影响都会

造成海洋化学元素的失真，对于源区的气候影响，

可以采取元素风化指数 αAlE 值进行评估（李绪龙等，

2022），剔除易受到源区风化作用而迁移的元素；除

此之外，碳酸盐岩的成岩作用易对原始海水信息造

成影响，通常使用元素比值 Mn/Sr，以及碳氧同位

素的相关性进行判别（Qing and Veizer, 1994；Derry
et al., 1994）。
 4.1　钴元素法

通过岩样中的钴（Co）元素可推算沉积物的沉

积速率，进而可利用 Co 来定量计算出沉积环境最

大古水深（周洪瑞等，1999；吴智平和周瑶琪，2000；
王峰等，2017；范萌萌等，2019；刘鑫等，2021），计算

公式如下：

Vs = Vo×NCo/(S Co－t×TCo) （8）

h =C/(V1.5
s ) （9）

式中，Vs 为某样品沉积时的沉积速率（单位：m/Ma）；
Vo 为当时正常湖泊沉积速率（m/Ma）；NCo 为正常湖

泊沉积物中钴的丰度（%）；SCo 为样品中钴的丰度

（%）；t=样品中镧（La）的含量/陆源碎屑岩中镧（La）
平均丰度（%）；TCo 为陆源碎屑岩中钴的丰度（%）；

C 为常数，现代海水深与沉积速率测算值为 3.05×
105；h 为古水深度（m）。

王峰等（2017）以鄂尔多斯盆地纸坊组为例，首

先确定不同沉积环境沉积速率（滨浅湖沉积速率

0.2 mm/a，三角洲前缘 0.3 mm/a，河流沉积速率

0.3 mm/a），将不同区域泥岩及粉砂质泥岩样品进

行微量元素含量测定得到的钴（Co）元素和镧（La）
元素含量代入上述公式进行纸坊组古水深定量计

算。鄂尔多斯盆地纸坊组整体古水深在 5.19～
105.28 m，平均水深为 29.64 m，盆地在该时期古地

形平坦开阔，湖盆总体分布局限，水体较浅，仅部分

地区存在相对洼陷，大型汇水湖泊尚未形成。

使用该法时需注意：①生物富集作用、火山活

动等的影响，这些往往会造成沉积地层中 Co 异常；

②对沉积环境沉积速率的赋值，相关因素会影响计

算的准确性。
 

表 2　五个地震剖面的沙三中解释成果（据钟建华，2015 修改）

Table 2　Interpretation results of mid-Sha3 in five seismic profiles (modified from Zhong et al., 2015)

剖面号
顶积层

走时 /s
底积层

走时 /s
顶积层对

应深度 /m
底积层对

应深度 /m
前积层高

度 /m
校正前对

应水深 /m
校正后对

应水深 /m
1 2.100 2.400 2 579 3 068 489 489 586.8
2 2.375 2.675 3 028 3 457 429 429 626.4
3 2.334 2.625 2 954 3 457 503 503 664.8
4 2.325 2.625 2 942 3 457 515 515 619.2
5 2.100 2.400 2 579 3 068 489 489 586.8

6 效果不好 效果好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7 前积层不明显 前积层不明显 前积层不明显 前积层不明显 前积层不明显 前积层不明显 前积层不明显

平均 / / / / 485 485 6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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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元素比值法

（1）Sr/Ba 值和 1 000Sr/Ca 值

Sr/Ba 或 1 000Sr/Ca 值常被用以判别相对古水

深（邱家骧和林景仟，1991；郭晓强等，2020）。Sr 通
常在较深水环境富集，浅水近岸处因文石和高镁方

解石不稳定而仅有少部分 Sr 被保留，故含量较低。

Ba 在水体中的迁移能力明显弱于 Sr，Ba 通常富集

于近岸浅水环境（邱家骧和林景仟，1991）。自然界

水体内元素 Sr 与 Ba 沉积次序变化较大，使 Sr/Ba
值与古水深呈正相关关系。由浅滩向陆棚方向，水

深逐渐增大，1 000Sr/Ca 值亦逐渐升高（汪凯明和罗

顺社，2009），通常认为 1 000Sr/Ca 值与古水深亦成

正相关关系。

（2）V/Ni 值
钒（V）、镍（Ni）主要赋存于陆源碎屑和黏土矿

物中，近岸环境海水能量较高，簸选作用使碎屑物

质含量降低，V、Ni 元素质量分数偏低；而深水环

境水体较安静，便于陆源碎屑物质沉积，故深水环

境 V/Ni 值较浅水环境高 （胡明毅，1994）。海相

V/Ni 值较淡水湖相明显增加，且随水深加大，比值

增高（许中杰等，2017），因此，V/Ni 比值增加代表

水体加深，反之则代表水体深度减小。

（3）Ca/Mg 值

钙（Ca）和镁（Mg）元素常以钙盐和镁盐形式赋

存于水体，但钙盐和镁盐的溶解度不同，通常钙盐

比镁盐更易沉淀（许中杰等，2012）。随水深增加，

Mg 元素质量分数逐渐降低 （许中杰等 ， 2017），
Ca/Mg 值与水深呈正相关性，Ca/Mg 值减小，水体

变浅，比值增大，水深增加。

（4）Mn/Fe 值

铁（Fe）、锰（Mn）均属变价元素，对环境的氧化

还原条件异常敏感，Fe 在高温干燥气候下易被氧

化，其化合物通常在河口或滨海聚集；Mn 较稳定

地存在于离子溶液内，通常远岸聚集（田景春等，

2006），因此，浅水环境中 Mn/Fe 值较深水 Mn/Fe
值低。

（5）Fe/Co 值

铁（Fe）、钴（Co）为同族元素（Ⅷ族），物理、化

学性质相近，但近岸处 Fe 沉淀比例高于 Co，随水

体逐渐加深，Co 含量逐渐增加。因此，可依据

Fe/Co 值推断沉积物的离岸距离。若沉积水体遵

循随深度增大游离氧减少、还原性增强的变化规

律，该离岸指标亦可指示古湖泊相对水深 ，即

Fe/Co 值增大，水体变浅；Fe/Co 值减小，水体加深

（杨万芹等，2015）。
（6）Rb/Zr 值

铷（Rb）与锆（Zr）元素地球化学行为差异可估

算相对水深。Rb 化学性活泼易迁移，主要赋存于

云母、黏土矿物等矿物，容易沉积于水体相对较深

的低能环境；而 Zr 化学性质稳定，主要以锆石等重

矿物形式存在，水体较浅时易直接沉淀。因此水体

愈深，Rb/Zr 值越高，反之则 Rb/Zr 值越低（陆雨诗

等，2021）。
对于元素比值法，沉积物中元素的丰度同时受

到母岩类型和沉积–成岩环境控制。因此对样品均

有较高的要求。如在浅水环境中，大部分沉积物都

含有较多的石英、长石及岩屑，继承自母岩的元素

含量所占权重较大可能会影响判别结果。

 4.3　碳同位素法

海相碳酸盐岩碳同位素与有机碳埋藏速率密

切相关（黄思静，1997），海平面升降变化控制了海

洋有机碳的埋藏速率，使碳酸盐岩 δ
13C 值与海平

面呈正相关关系（田景春和曾允孚，1995；邵龙义，

1999）。随海平面上升，水体逐渐加深，有机碳埋藏

速率增加，光合作用减弱，水体的耗氧量增大，使因

剥蚀进入海洋的有机碳减少，δ13C 值增高；反之，海

平面下降，δ13C 值降低。碳同位素值容易获取，且

δ
13C 值受成岩影响较弱，基本保存了原始同位素信

息，故依据碳同位素恢复海相地层古水深是一种较

可靠的方法。为降低成岩作用影响，建议采新鲜样

品辅以薄片鉴定选取成岩作用较弱的样品获取碳

同位素值。

碳酸盐岩碳同位素的组成容易受到有机质降

解、后期成岩蚀变作用、大气淡水胶结作用等埋藏

后作用/过程的影响，故在利用碳氧同位素进行古

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时，须评估碳酸盐岩碳氧同位素

（尤其是氧同位素）是否保留了原始信息。迄今为

止，对碳酸盐岩成岩蚀变有效性的评估，前人已总

结了诸多的研究方法（Qing and Veizr, 1994；Kaufman
and Knoll, 1997；樊茹等，2010），主要包括：①岩石

样品观察和显微薄片分析判别法；②直接特征判别

法（如 δ
18O 判别、δ13C 判别、δ18O 与 δ

13C 相关性判

别）；③阴极发光分析；④微量元素分析判别法（如

Mn/Sr 比值判别法、Mg/Ca 比值判别法）。

 4.4　TOC 法

现代咸水湖河口沉积物中，TOC 含量与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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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良好相关性，因此可利用沉积物中原始有机碳含

量来恢复沉积水体深度（魏亚琼等，2017）。经验公

式为：

H = 5.6375e0.618×TOCr×Kc
′

（10）

H 为古水深（单位：m）；TOCr 为残余有机碳含量；

Kc'为有机碳恢复系数，可根据镜质体反射率（Ro）及

干酪根类型进行确定（卢双舫等，2003）。但该公式

目前仅限于陆相湖盆古水深恢复，且需对沉积物中

原始有机碳含量进行恢复。当有机质成熟度较高

时，因难以准确恢复原始有机碳含量而无法根据

TOC 含量对古水深进行定量计算。王昌勇等

（2022）利用 TOC 法成功计算得出川东地区早侏罗

世湖泊最深可达 60 m，显示广安—万州一带发育

半深湖—深湖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成岩早期微生物降解、后期热

变质作用以及陆源有机质的混入皆有可能会对海

相碳酸盐岩有机碳同位素组成造成影响，致使其同

位素组成不能代表原始同位素信息。故在利用有

机碳同位素进行古环境研究时，有必要检查其保留

的原始信息。前人一般利用干酪根的元素组成（尤

其是 H/C 原子比）、成熟度及热演化指标等来评估

有机碳原始信息的保存情况，一般认为，H/C＞0.5、
低热演化、未成熟/低成熟的样品中有机碳的原始

信息保存良好，可用于古环境变化的研究（Durand
and  Espitalié,  1973； Strauss  et  al.,  1992； 李 高 杰 ，

2020）。

 5　数字模拟法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地质学研究范式

发生变革（张琳娜等，2016；翟明国等，2018；周永章

等，2021）。依托深时数据库中的海量古生物、地

球化学、地球物理等资料，从这些数据中提取与古

水深相关的特征并进行处理，通过数字模拟软件，

在适当参数校正下可获取深时古水深。Gemmer
等（2002）利用三维热力模型（该模型将岩石圈视为

黏弹塑性的连续体，模拟岩石圈对区域应力场和热

结构的响应），再结合已有的地质数据并排除海平

面变化、沉积作用以及剥蚀作用等影响，对丹麦北

海盆地东部古新世的古水深进行模拟。张琳娜等

（2014）在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数据库（GBDB, http://
geobiodiversity.com）中获取了 374 个有关赫南特阶

的剖面数据，依据岩相和生物组合特征划分古水深，

而后应用 ArcGIS 软件克里金插值法模拟出了古水

深连续曲面。Emmel 等（2015）利用地震数据去压

实校正获取原始沉积物厚度，而后计算可容纳空间，

通过 SEMI PW 软件模拟重建了 Hammerfest 盆地

白垩纪古水深，并选取岩石、古生物记录、沉积构

造等数据对其校正。数值模拟法避免了传统古水

深恢复法诸多限制，能定量模拟任一时空古水深。

但利用数字模拟法恢复古水深时，必须要有足够的

基础资料的积累、精确的数据以及稳定的数字拟

合模型，这样才能确保恢复古水深的精确性。

 6　讨论

确定古水深是沉积学长期未解的难题，但古水

深却是古环境、古地貌恢复、构造演化以及盆地分

析等的关键参数（朱筱敏等，1992；刘招君等，2010；
杨振等，2016；武爱俊等，2017）。前人探索提出的

古水深恢复判别指标以定性方法为主，传统的

“标志物–水深”法，诸如古生物标志法、遗迹化

石法、自生矿物法、沉积组构法等即属此类，这些

方法虽然可以很好地反映古沉积环境的变化，却只

能定性地判断古水深，无法精确判别；生物与水体

深度有直接联系，古生物分异度法也是恢复古水深

最常见的方法，但受限于化石的保存状态以及数据

资料完备度，故需要借助其他方法综合研究。地层

厚度法与滨岸线轨迹法虽说克服了“标志物–水深”

传统模式间接求古水深的不足，但却容易受到差异

构造沉降、补偿点和基准点、风化剥蚀等因素的影

响。自然伽马测井曲线法和地震剖面法是较为常

见的恢复古水深的地球物理方法，但也有各自的不

足，如自然伽马曲线有受控因素少、易获取的优点，

最具实用性，但岩性对其影响较大；地震剖面法则

以高精度、定量等优点颇具优势但却需要品质非

常高的地震资料以及具体的岩性组合。利用碳同

位素法、TOC 法、微量元素分析判别法等地球化学

方法来描述和估算水深的变化趋势（梁宁，2017；武
爱俊等，2017），虽能很好反映古水深变化趋势，但

其限制条件颇多。如在使用微量元素时，需要考虑

源区气候、成岩蚀变的影响；使用碳同位素时则需

要考虑有机质降解、后期成岩蚀变作用、大气淡水

胶结作用等埋藏后作用/过程；利用 TOC 时，需要

考虑成岩早期微生物降解、后期热变质作用以及

陆源有机质的混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使用地

球化学方法前需要对数据进行评估，提出外界因素

的干扰。数字模拟法作为大数据时代衍生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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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方法，在古水深恢复研究中日益广泛，但唯一

的不足是需要对数据有足够的积累。

为更精确恢复古水深，不同学者尝试运用介形

虫、有孔虫等微体古生物记录、地层厚度、滨岸线、

地球物理、有机碳及数字模拟等方法来半定量、定

量反演古水深，取得了较好效果，然而，每种方法都

有其适用条件（王昌勇等，2022；郭秋麟和倪丙荣，

1990；Kjennerud and Sylta, 2001；李守军等，2005；董
刚和何幼斌，2010；钟建华等，2017；Farouk et  al.,
2020；Pérez-Asensio, 2021），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古水

深定量计算的研究。为了直观呈现不同判别指标

的应用条件，便于古水深恢复方法的合理选取，表

3 围绕古水深恢复各项指标的判别原理及优缺点

进行了梳理。

古水深恢复方法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不断涌现出新的方法和技术。传统的“标志物–水
深”对水深的预测精度较低，却是作为直接的判断

古水深的区间范围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选用其他

指标进一步确定水体深度，从而确保恢复的古水深

准确且精度较高。除此之外，对于该研究领域开展

一些展望：①随着技术的进步，高分辨率的方法将

成为研究古水深的重要手段，例如一些高分辨率的
 

表 3　古水深恢复方法及其优缺点

Table 3　Paleo-water depth re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遗迹化石

自生矿物
岩石类型
沉积构造

地层厚度

滨岸线轨迹法

自然伽玛曲线

地震剖面

元素比值法

碳同位素法

TOC法 H =5.6375e
0.618×TOCr× Kc′

受到差异构造沉降的影响

克服了"标志物-水深"传统模

式间接求古水深的不足，可
定量恢复古水深

数据容易获取，便利

只能定性地恢复古水深，判断
水深的变化趋势

对物理化学环境变化敏感，
指示古水深可信度较高

沉积学方法

利用碳酸盐岩的δ 13C演化与海平
面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且海平
面上升，水体逐渐变深，海平面
下降，水体逐渐变浅，从而间接

地恢复古水深。

适用于海相碳酸盐岩

碳酸盐岩的δ 13C演化与海平
面变化密切相关，且碳氧同
位素易获取，进而恢复古水

深。

古生物方法

研究指标 指示古水深 指示局限

古生物标志

古生物分异度
对样品要求较高，资料要尽可

能详细

只能定性的判断古水深，且分
布受到地史事件等影响较大

指标优势

不同的水深环境，有不同自生矿
物和岩石类型，会形成不沉积构
造、组构，以此来划分古水深

主要根据生物在水体中分布深度
与水体的透光程度、温度、氧气
营养物质及底层性质影响生物习
性的因素来判断水体深度

利用沉积速率、地层厚度与水深
之间的关系半定量恢复古水深

补偿点和基准面的确定难度较
大，适合沉积基底明显、沉积
过程连续、沉积和沉降速率较
稳定的情况，对存在剥蚀的地
区需要进行剥蚀量恢复

可以对研究区内任意一点的
古水深进行恢复

利用自然能谱测井曲线获得的钍
(Th)、铀(U)曲线，根据Th/U值与

氧化还原条件及水深的关系，恢
复古水深的相对变化

要求沉积水体在横向和纵向上
都具连续性，且岩性对计算结

果的影响较大

能定量恢复古水深

与古水深有着直接联系，可
以很好地反映古沉积环境

与古水深有着直接联系，可
以很好地反映古沉积环境

利用地震解析三角洲前积层的厚
度或高度来恢复古水深

利用可容纳空间与沉积物供给速
率两者间接的变化关系恢复古水

深

定性地判断古水深

主要有 Sr/Ba、1000Sr/Ca、V/

Ni、 Ca/Mg、Fe/Mn、Fe/Co、Rb/

Zr等。利用水深和离岸距离对元素

的地球化学行为的影响，进而指示

古水深

需要品质非常高的地震资料及
具体的岩性组合，且获得的深
度总是略小于实际水深，多应
用于碎屑岩（如泥岩、砂岩）

中

数字模拟法

适用于陆相湖盆，在有机质成
熟度较高的条件下无法利用
TOC法定量恢复古水深

TOC含量与水深具有良好的

相关性，可很好地反映水深

地球物理方法

地球化学方法

Co(钴)元素法

要求数据有足够的积累
可以精确地恢复古水深，避
免传统方法中各种阻碍

 V s=V o×N Co /（S Co－t×T Co）

h =C /  V  
1.5
）

精度高，可以定量地恢复古
水深

Co的含量受到生物富集、火山

活动等其他因素影响，在用此
法是需要考虑这些的影响值

可半定量地指示古水深，计
算出沉积环境中的最大古水

深

依托于大数据库，基于相应软件
建立模型，模拟古水深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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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分析技术可以提高古水深恢复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大量积

累，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归类整合，并利用大数据分

析方法，揭示更加广阔的地质背景历史下的水深变

化模式。除此之外，利用数字模拟和人工智能算法，

将更加准确的模型和预测方法运用于古水深恢复

之中。

 7　结语

古水深恢复方法可分为 5 大类：古生物法（古

生物标志法、遗迹化石法、古生物分异度法）、沉

积学方法（自生矿物法、沉积组构法、沉积构造法、

地层厚度法与滨线轨迹法）、地球物理方法（自然

伽马能谱曲线法以及地震剖面法）、地球化学方法

（钴元素法、元素比值法、碳同位素法以及 TOC 法）

和数字模拟法。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古水深恢复方法从定性

到定量不断完善，但在选择方法时还需注意以下两

点：①古水深恢复可采用多项指标综合分析，避免

单指标缺点，以更准确地分析古水深变化规律。②

古水深恢复需要依据研究对象特点和地质资料情

况，科学选用合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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